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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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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家

钱大昕是清代乾嘉时期的著

名学者，德行高尚，一生汲汲于

学术，在经学、史学、音韵学、

训诂学、金石学、诗文创作等方

面无不成就卓著，被公推为“一

代儒宗”。钱大昕能在为学为人上

达到此种境界，固然是其自身努

力所致，同时也是与他受到的良

好家教家风熏染分不开的。这种

家风，在他所写的 《记先大父逸

事》 这篇文章中有着极为鲜活生

动的体现。

其祖逸事 泽被后人

先大父是钱大昕对去世的祖

父钱王炯的尊称。钱大昕在这篇

随笔中，以简练写实的笔触深情

追忆了祖父生前的四件“逸事”：

第一件，处事不欺天罔上；第二

件，做人力戒自满、不妄求利与

福；第三件，读书须有创见；第

四件，老犹读书不辍。这四件逸

事看似不起眼，却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祖父德行高尚、嗜书如命的

品性，而其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所形成的良好家风对钱氏家族向

善向学的人生追求起到了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

先看第一件事。祖父 69 岁时

适逢朝廷下诏，对年满 70岁的老

人 赐 给 粮 食 和 布 匹 。 为 求 得 赏

赐，乡里很多人弄虚作假，“增年

以邀上赐”，有人劝他也虚报年

龄，被他“正色”拒绝，“欺天而

罔上，吾不为也”！这件事给了钱

大昕深刻的影响。在祖父看来，

弄虚作假行为涉及人的品德，是

关乎“德行”的大问题，做人先

立德，做事不违德，这是基本的

古训，必须自觉遵循。祖父对弄

虚作假的正色拒绝在幼小的钱大

昕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特别是

当他听说有些秀才为得到朝廷对

年满 80岁者“特赐举人”的照顾

时，竟然胆敢虚报“一纪”（12

年） 年龄以捞取好处，这种有亏

“德行”的行为强烈地刺激了他，

也成为他写作此文并将之置于四

件 “ 逸 事 ” 首 位 的 一 个 重 要 缘

由。溯往查今，在年龄上弄虚作

假者代不乏人，钱王炯的这一举

动，不仅是钱氏家族“做人先立

德”良好家风的生动体现，对于

当今社会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

警示意义。

再看第二件事，钱王炯列举

《管子》《淮南子》 等书中的名言

警句，“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

天概之”，“唯不求利者为无害，

唯不求福者为无祸”。前者告诫家

族人“谦 受 益 、 满 招 损 ” 的 道

理，要求族人谦虚恭让，谨言慎

行，力戒骄傲自满，言行无忌；

后者告诫家族人要安分守己、安

贫 乐 道 ， 如 果 一 味 妄 求 富 贵 利

禄，反而可能招致祸灾。钱大昕

通过展示祖父的寥寥数语，深刻

反映了祖父的做人准则，这些准

则一样是钱氏家族家风的重要组

成部分。揆诸史实，正是有这样

良好家风的熏染、激励与规范，

钱氏家族世代向儒，奉公守法，

很 少 有 违 法 乱 纪 的 不 肖 子 弟 出

现。钱大昕本人，学富五车，淹

贯 文 史 ， 终 其 一 生 ， 始 终 秉 持

“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精

神 ， 平 允 谦 和 、 薄 责 于 人 的 学

德，不妄求、不妄语，一代大儒

的处世风范、人生轨迹值得我们

好好地去体味，去思考。

第三、四件事都是关于读书

的。钱王炯认为，读书不能一味

死读，必须要有自己的见解，不

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

然”，做到了这点，才是真读，也

才会有收获。钱大昕在文中列举

祖父如何理解古人用韵对偶两个

典型例子，深刻地表现出祖父活

读 书 、 读 活 书 的 读 书 方 法 与 实

践，极具启发性。同时以“年逾

八十，读书不辍”八个字和“一

日不读书便俗”的自白，刻画了

祖父嗜书如命、活到老读到老的

动人形象，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家风流传 荫庇子孙

对 于 钱 王 炯 来 说 ， 一 心 向

学、立志读书是他的毕生追求，

也是钱氏家族最为励志的家风，

代代相传。史载“文字外无他嗜

好”的钱王炯，“生而颖敏，好读

书”，“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

之 ， 虽 盛 暑 冱 寒 ， 未 尝 一 日 少

辍”。在祖父的要求下，父亲钱桂

发亦“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

务”，“不屑屑记闻章句，习举子

业，涤烦去滥，壹以先正为师”。

到了钱大昕更是如此，他周岁即

能认字，3岁能诵堂上匾联，5岁

受经书，10 岁学为八股文，被乡

人目为“幼慧”“神通”。钱大昕

曾在 《严久能娱亲雅言序》 中针

对学人学养不够说过这样一段

话：“予谓可以两言决之，曰：

‘ 多 读 书 而 已 矣 ， 善 读 书 而 已

矣。’胸无万卷书，臆决唱声，自

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取快一

时。而沟浍之盈，涸可立待。小

夫惊而舌挢，识者笑且齿冷，此

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同父祖一

样，多读书、善读书是他治学的

心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虽然

胸罗万卷，也不率尔为文，恃才

傲物，这又践行了其家族“戒

满”的祖训。

相比父祖，钱大昕无疑是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著作等身，名

满天下，泽被后世，其实不只钱

大昕，因饱受家风熏溉，钱氏家

族名家迭出，享有盛名。请看清

代著名学者江藩在其 《国朝汉学

师承记》中的评价：“先生 （钱大

昕） 之弟大昭，从子塘、坫、东

垣、绎、侗，子东壁、东塾，一

门群从皆治古学，能文章，可谓

东南之望矣！”曾任民国大总统的

徐世昌在其 《清儒学案》 中对钱

氏 家 族 也 推 崇 有 加 ：“ 当 惠

（栋）、 戴 （震） 学 说 盛 行 吴 、

皖 ， 而 潜 研 （钱 大 昕） 崛 起 娄

东，于训诂、音韵、历算、金石

无不淹贯，尤邃于史。后儒分其

一节皆足名家，乃兼擅众长，不

自矜诩。著述宏富，闇然日章，

其德养为不可及。群从子弟互相

砥砺，朴学风尚萃于一门，可庐

（钱大昭）、溉亭 （钱塘） 尤深造

焉。”清代以后，嘉定钱氏家族亦

不乏名人显达，这不能不归因于

良好家风润溉之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

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

社会的价值缩影，并强调“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

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

家 庭 建 设 ， 注 重 家 庭 、 注 重 家

教、注重家风”。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重视家风建设，形成了许许多

多感发人心的优良家风，钱大昕

钱氏家族的家风，无疑是中华民

族优良家风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

“美苏中心”格局中的战略革命
——近代以来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 （二）

□ 张一飞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国际范围内

的权力结构逐渐明朗：欧洲因战争破坏而陷入

涂炭，美国因远离战场而保全实力，苏联因战

争洗礼而潜力爆发。从北半球开始，进而拓展

至全世界，美国和苏联的权力矛盾成为主要矛

盾的趋势十分明显。尤其在北约与华约两大军

事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除全面战争的军事手

段，美国和苏联进入全面对抗。

如果说欧洲五强之间是象棋的博弈，必将

对方摧毁殆尽而胜出；那么，美国和苏联之间

的博弈更像是围棋的博弈：是对圈定范围的争

夺，不可能彻底消灭对方，进行“势”而非

“力”的较量。导致博弈规则发生如此重大变

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美苏两国都看到了

世界范围内在二战后的厌战情绪，率先挑起全

面战争的一方一定失道，处于必败之局；二是

美苏两国在二战后都是有核国家，核战争同归

于尽的风险使双方不得不按照更加理性和谨慎

的游戏规则行动；三是美苏两国的整体非核实

力大致相当，权力的平衡一时之间难以打破。

在博弈双方从下象棋到下围棋的过程中，至少

出现了三点战略革命，这些战略革命的结果一

直影响至今。

从克劳斯维茨向孙子逻辑的转变

以《战争论》闻名于世的克劳斯维茨在其

著作中提出了两个核心观点：摧毁敌方的军队

是第一要务；要摧毁敌方军队就必须尽量促成

主力决战，以会战的形式消灭敌方武装。这一

军事战略思想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期都主导着西方战争史，战争双方

通常会寻求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正确的时间和地

点，在会战中歼灭对方武装。

然而，《孙子兵法》 中的观点与克劳斯维

茨的观点针锋相对：上兵伐谋，使敌方意志屈

服是最高明的战法；以“全”争天下，不仅要

保住自己的国家、军队和百姓财产的“全”，

也最好能够保障敌人有生力量的“全”，这样

才能得到所有人的拥护。孙子的逻辑是最好不

用战争；如果不得已，则要尽量减少战争的破

坏力。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克劳斯维茨立足于

“破”，孙子立足于“全”。在军事战略的选择

上，美苏两国在二战后基本不具备执行克劳斯

维茨战略的条件，双方都进入了试图屈服对方

意志而非摧毁对方力量的较量 （上兵伐谋）；

都会以和平主义者自居 （以“全”争天下），

诱使对方侵略。1979 年，苏联主动入侵阿富

汗，成为众矢之的，正是没有按捺住战略冲动

而寻求决战的潜意识作怪，重走已经过时的克

劳斯维茨的老路，直接导致苏联在上世纪八十

年代的迅速衰落。

从拿破仑向孔子思想的转变

拿破仑作为征服者，至今“余威震于殊

俗”。尽管拿破仑战争中，法国通常作为被迫

反击的一方，但那只是进攻者拿破仑受形势所

迫的理性选择，一旦掌握主动，便倾向于以军

事手段争夺霸权，如拿破仑对西班牙、海地、

俄国的主动进攻。

与拿破仑相反，孔子反对“不义之战”，

倡导“仁”和“礼”的概念，事实上，这样的

概念既是维护秩序的稳定器，更是一种对外战

略工具。孔子构建的以“仁”为基本精神、以

“礼”为行为表现的等级体系，是使非文明向

文明主动归附的体系，是以自身文化吸引力获

得真心臣服和融入的体系。与这种文化战略相

比，军事征服不论从成本计算还是事后统治来

看，都落入了下乘。

通 过 对 比 不 难 发 现 ， 拿 破 仑 立 足 于

“去”，孙子立足于“来”。在文化战略的选择

上，如前文分析，美苏两国在战后不具备进

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条件，军事手段不再是首

选，需要新的战略工具。出于对自身意识形

态和社会制度的自信，美苏双方都在意识形

态领域追求对方阵营成员的主动归附，相当

于围棋中的“提子”，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

舆论战、宣传战、理论战、实践战，其文化

战略交锋的激烈程度并不逊色于任何正面战

场的军事对抗。

从俾斯麦向韩非子战略的转变

俾斯麦作为外交战略大师，在德国地缘条件

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德国编织了一张笼罩欧洲

的外交“蜘蛛网”——所谓的大陆同盟体系，其

作用不仅是要德国没有准对手，更是要德国在任

何恶劣的外交条件下都有调整的余地和最佳的退

路，后者的难度比前者难度更大，对外交战略的

设计者和实践者都提出了超常的要求。

与俾斯麦相反，韩非子从根本上鄙视外交

的作用，他认为盟友极不可靠，国家安全必须

依靠自己，提高自身实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

本法门。所谓“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

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

治强矣”，完全体现出了韩非子在战略上的内向

性倾向。韩非子认为将国运寄托于外交是危险

的，外交不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境遇，

还会给国家造成“已经安全”的假象进而误国。

通 过 对 比 不 难 发 现 ， 俾 斯 麦 立 足 于

“外”，韩非子立足于“内”。在外交战略的选

择上，由于两极体系中的两极在实力上占据绝

对的超然地位，在各自阵营内可以发挥完全的

主导作用，除了对个别大国的外交争取之外，

世界被分为明确的两大阵营，留给两极发挥外

交战略的空间日益缩小，美苏两国都意识到俾

斯麦的成功无法复制。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

后，美苏双方不约而同地转向内部升级，美国

的升级体现在科学技术上的革新，而苏联的升

级体现在意识形态上的革新。苏联的解体是美

国科学技术革新成功和苏联意识形态革新失败

双重作用的结果。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和苏联

“新思维”几乎同时问世，标志着冷战的一大

高峰，最终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并非外交战略

的失败，而是内部改革的失败，完全印证了

“其内也不固，其外也不达”的战略预判。

尽管冷战已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结束，但

是发生在其间的大国战略革命一直影响至今，

几乎给后来大国打上了不可逆的战略选择烙

印。首先，从“破”到“全”成为军事战略的

共识。在当代，不论是任何武装力量之间的战

争，是否“以全争天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确

认“义”方与“不义”方的基本标准。比如，

恐怖主义之所以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与

打击，正是因为它违背了这一军事共识，以

“破”争天下。其次，从“去”到“来”成为

文化战略的倾向。当代的主要大国塑造自身国

际形象，弘扬本国文化的过程就是实施“以德

服人”、追求归附的文化战略的过程。这种文

化战略没有具体针对对象，没有固定战术模

板，没有最终成功标志，但反对强力屈致，

坚持以某种文化、价值、制度上的吸引力消

除对抗，为本国营造好的发展环境。比如，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就是这样一种非暴力、

致和平的文化战略，追求不“去”而“来”。

最后，从“外”到“内”成为外交战略的潮

流。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洗礼，越

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结盟外交进行反思，许

多国家意识到，集体安全同盟在一定条件下

往往是升级冲突甚至点燃战火的罪魁祸首，

更加理性安全的战略应该将国内治理放在首

位，不设定假想敌，不实践对抗性外交战

略，以本国人民幸福和世界和平为国家外交战

略的根本目标，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将

国内治理作为对外交往的基础。

古人的“书人合一”
□ 张利国

近日，天津前代理市委书记黄兴国落

马，黄给“宁波城市展览馆”的题词被工

人摘除。这种现象并非发生在黄兴国一个

人身上，有些官员在任时，字因人贵，其

“墨宝”洛阳纸贵；一旦贪赃枉法、身陷囵

圄，字因人废，“墨宝”甚至变为废纸。诸

如此类不胜枚举，字因人贵与字因人废成

为一种社会现象。

为何字因人贵、字因人废呢？北宋欧

阳修认为古人都可以写字，但只有贤者之书

才能传承久远，其他人的书法都被历史淘

汰 了 ， 原 因 在 于 “ 爱 其 书 者 兼 取 其 为

人”。苏轼在老师欧阳修的基础上提出了

字因人贵的思想：“古之论书者，兼论其

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有工

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北宋沈

作喆认为要远离奸佞人之书，因为“佞人

书迹”容易对人造成染污：“佞人书迹，

入眼便有睢盱侧媚之态，惟恐其污人，不

可近。”可见书法中可以反映出人格修养、

道德情操，书法过硬的前提是人格修养过

硬。如果某官员贪赃枉法，通过书法敛取钱

财，那么他的书法水平再高也不会得到社会

认可，更谈不上传承有序，何况这些落马官

员的书法艺术水准并不高。

领导干部喜欢书法，是对传统文化的

热爱，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的艺术水准

很一般且将题词作为变相造钱的工具，那

就不但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而且违背

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七条规定：要严格文

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

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

电，不题词、题字。不让领导题词，是为

了减少雅贿的机会，营造清正廉洁的政治

生态。

清正廉洁的形象，历史上不乏其人，

唐代颜真卿是典型的代表。自北宋欧阳修

以来的文人士大夫推崇颜真卿的根本原因

在于其“人书合一”，即书品与人品融为一

体。颜真卿“书如其人”表现在：“斯人忠

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

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颜真卿“人

如其书”表现在：“颜公忠义之节，皎若日

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颜真卿

的政治形象、忠义气节以及书法艺术融为一

体，其书如其为人，受到历代书家、文人士

大夫等阶层的大力推崇。颜真卿是盛唐时代

精神的体现，更是士大夫的励志榜样。

然而北宋奸臣蔡京，身败名裂，其书

法也受到连累，字因人废，最终遭到后人

唾弃。“苏黄米蔡”本来是按年龄进行排

序，特指北宋四位杰出的书法大家苏轼、

黄庭坚、米芾、蔡京，但是由于蔡京“人

品奸恶”，其历史地位无法与“苏、黄、

米”相称。后世将“苏黄米蔡”之蔡京换

为德高望重、忠国兴邦的蔡襄。元代书家

郑杓在《衍极》中说，遇到蔡京书法都要

“掩鼻而过”。南宋岳珂同时警醒世人，以

文艺自居者，不得不重视自身名节，否则

其文艺无法得到世人的认可，更谈不上传

承有序。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认

为“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

头”。文人士大夫虽身怀绝技，但如果人品

恶劣，蒙羞于世，则不得不引以为鉴。

清代傅山曾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

自古！”字因人贵与字因人废的审美观千百

年来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根深蒂

固。如果一个人因为违反党纪国法锒铛入

狱，那么说明他的人格修养是有问题的。

如果一个人的书法可能流传于后世，那么

其人与其书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落马官员

的人品与书法连几十年的考验都经受不

起，何谈久远？他们的书法最终和蔡京、

秦桧等人的下场一样，遭到后人唾弃。明

代项穆说：“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

其笔者，先正其心。”“正书法所以正人心

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

有所思

郭嵩焘的吏治观
□ 吴敏文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晚清湘军创建者

之一，1863年任广东巡抚，中国首位驻英法

大使，洋务派名家和著名的近代启蒙主义思

想家。郭嵩焘认为，对于吏治，最为关键的

就是两个方面，即“严”与“实”。

郭嵩焘认为，“严”就是“认真”。对于

道光以来的吏治腐败，他批评朝廷“一意宽

假在位者”的错误做法，在一次与友人谈话

时说：“国家立法，本以惩奸顽。但无废

法、无枉法而已，而严在其中。今之为吏

者，严以御民，而宽以御胥吏，而下及盗

贼。”郭嵩焘在解释他的“吏治以严为尚”

时说：“严非刻也，事事认真便是严。”他对

“认真”二字十分重视，并要求首先从皇上

做起。咸丰八年 （1858 年），咸丰召见他，

问“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他对

曰：“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

亦随皇上以为转移。”咸丰又问：“如何便能

转移？”郭对曰：“不过认真二字。”言下之

意，即“一国君主办事能认真，便能转移一

国之大局”。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咸

丰转眼即为颟顸无识的朝臣所惑，晚清局势

终于无可“转移”，直至糜烂殆尽。

细审郭嵩焘的“认真”二字，对君王和

上官而言，“选官”要认真。郭嵩焘说：“天

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纪纲

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

非贤，则纪纲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

以为乱。从古至今，未闻费有用之财，养无

用之人，啖之以利而求其不作乱者。”吏治

是否修明，取决于官吏的素质；而官吏是否

恰当其位，又取决于用人者的考察。如果在

上者不认真考察所用之人当否，吏治的清廉

就难以保证。对下官而言，“为官”要认

真。为官认真必须德才兼备。古人云：才为

德之资，德为才之帅。无才，德是无源之

水；无德，才是洪水猛兽。郭嵩焘尝言：

“修身、齐家、治国是一件事。正己以端其

本，此修身也。侧门以内整齐有法度，胥吏

奉职行文书而已，此齐家也。出身与民相

见，此治国也。身苟修矣，齐家治国何有

哉。”显然，他在这里已将“家”的范围扩

大到了衙门。而要修身，就必须去私。因为

一有私心，在用人之时就会分不清君子小

人，只要能“悦己”即可；在行政时就会辨

不清是非，只顾对自己有利。所以，郭嵩焘

说：“君子之行政，以胜私为本。”不要孜孜

于名利，“君子而有意乎为名，其弊必中于

天下”。又说：“好名之过与好利等，而害尤

甚。”郭嵩焘认为，一个官吏只要能胜私，

就能正气凛然，不逢迎，不拍马，办事公

道。

郭嵩焘认为，为官之道的“实”，就是

要认真培养一种务实精神。咸丰十一年

（1861 年），他在致友人陈孚恩的一封信中

说，自己通过三年在朝廷工作的经验，“推

求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饬，而事皆

内溃”。处理问题不调查研究，不对具体问

题作具体分析，只知道照葫芦画瓢，抄袭陈

例，应付差事，这就叫作“以例文相涂

饬”。这样的从政态度，当然只会使“事皆

内溃”。正是针对这种弊端，郭嵩焘提出：

“毋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

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宽假为宽贷、宽

容之意，就是说不要把例文看得太死了，要

更多地考求理财行政的实效。郭嵩焘这种重

“实效”的态度，正是他一贯注重务实的实

学精神的反映。在他历任驻英法大使之后，

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这种务实精神又有新

的认识。西方注意对天时、地利、人情之研

究，并力图“考求其实”，而中国恰恰相

反，“由周以来二千余年无知讨论”。通过这

种对比，郭嵩焘更加痛恨中国官场“以例文

相涂饬”的官僚主义，并希望各级官吏能认

真注意务实，办事更加重效。

平心而论，郭嵩焘对于吏治的“严”

“实”要求，本不是什么难以企及的高标。

归纳至简，就是“办事认真，讲求实效”。

办事认真是主观态度，讲求实效是客观效

果；只要办事认真，则“认真得一分，便有

一分效验”，何难之有？


